
 

启蒙运动与五四罢工 
 

沈 以 行 
 

（一） 

 

    上海五四罢工(一般称六三罢工)提出了“罢工救国”的号召，是一次政治罢工，涉及

100000 人以上，其原因有山东问题、巴黎和会、学生被捕，这些大家都已知道。这基本上

可以说是大工业发展的产物。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自觉姿态与工人队伍的

数量大有关系，大产业中的工人，觉悟往往高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尤其是上海

的工业得到发展，产生了觉醒的一代工人。据《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所载文章，说到：幸

而欧战发生，欧美之商品来源断绝，其从事远东商业者亦皆归国从戎。此际日资乘虚而入，

然因二十一条之故而遭国人抵制，我国工业乃得千载难逢之发展机会。 

    该纪念刊又据海关和农商部统计材料称：以 1915 年进口 45000 万两与 1913 年(战

前)57000 万两相比，因欧战关系而跌去五分之一（战后外资卷土重来，至 1920 年进口达

76000 万两）。民族资本工厂注册者到 1919 年止，共 475 家，而战时开设者达 162 家，为

总数的三分之一（规模大小不计，其中有豆腐厂一家，估计不过数十人吧）。另据材料，这

些民族资本工厂战时都赚了钱，如申新纱厂赚 100 万元，恒丰纱厂 100 万元，都是资本家

自己透露的。简氏弟兄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补市场上英美烟厂卷烟之缺货，这是 1916

年的事。此际，工人数量当然增加，据《新青年》杂志的材料，五四时期上海产业工人已达

245，000 人，而在 500 人以上工厂做工者 150，000 人，将达三分之二。查工厂规模以拥

有工人 500 人以上为一档，盖出于俄国人之统计。十月革命时，俄国 500 人以上工厂工人

占产业工人总数之 54％，斯大林说工人阶级已成为最重大的力量；我国产业工人就全国来

说远未达到此比例，但就上海一埠来说，则又超过了。此所以上海工运执全国之牛耳也。今

见新出刘明逵氏所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共 4 卷，14 册，已出第 1 册。其对工人数

量之统计已将 500 人以上者尽可能特列一档，这是突破了旧格的创新之举。 

    工业发展，队伍扩展，斗争必然亦随之大有增进。欧战以来罢工之兴起，也是工人自觉

姿态的一个冈素，一个标帜。拙著《工运史鸣辨录》(以下简称拙著)对于彼时罢工的统计，

不采用每 10 年为一段的等分法，而采用反映客观趋势的不等分法，以显示事态的进展性，

其结果如下： 

  1879 年（首见罢工）——1894 年 

    16 年中凡罢工 12 次，年不足一次。 

  1895 年（马关条约）——1913 年 

    19 年间罢工 94 次，年 5 次。 



 

  1914 年（欧战）——1919 年 5 月 

    5 年间罢工 85 次，年 17 次。 

    可见罢工之增幅，日趋上升。故 1917 年 7 月《民国日报》有如下之记载： 

        数月以来，罢工之声，不绝于耳。 

    此种不绝于耳之声势，使事物上升一级——当时已有同盟罢工之趋势，即在商务印书馆

罢工时，中华书局和文明书局之职工一齐罢工支援；而三书店资方亦有协议：凡一方因罢工

而开除之职工，其他两方均不得收用之。这就明显地显示了阶级对阶级的斗争画面了。同时，

罢工中出现了先驱人物。如商务印书馆杨昌元，“目击资方之压迫，工友之痛苦”，组织“集

成同志会”，“联络同志谋解放之策”。今商务印书馆史料已出版，记载了 1917 年 3 月中文

排字减低计数额（原来空白及标点符号均计入字数，现不计入），引起排字工人杨昌元等提

议与资方谈判，遭拒绝，于是罢工，失败，代表四人被解雇。可见先驱者往往就是牺牲者，

而资方犹称“败固不佳，胜亦非福”，只愿意工人驯服无事。经历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觉醒，到了五四风暴来临时，工人为爱国心之驱使，遂有“罢工救国”的壮举。 

以上叙述五四以前上海工运状况，大抵如是。过去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工运兴

起同时进行的震动社会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则不涉及。认为这是两股道上的车，不必在工运史

中说到它。现当五四运动 70 周年，我细思之，启蒙运动对于当年工人运动有着潜在的内在

的关系，他们之间，工人运动与启蒙运动，有着共同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业发展而

产生的同根关系，是不容忽视的。 

 

(二) 

 

    对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亦即启蒙运动，拙著中曾有一段话： 

    ……这种对封建上层建筑的冲击，本来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前先走一步，为资产阶级

革命开辟道路，如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前的启蒙运动那样，然而中国资产阶级则无力

进行之。针对封建上层建筑的革命，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这也

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个特点。     

                                      ——《六三罢工探讨》，1979 年。 

    我现在认为仍旧应作如是观。事实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却没有进行思想革命，

封建体制及其一切附属形态只作了一些表面改动，而实质内容一仍其旧。革命领袖孙中山先

生派遣党人出发，以及委托海员携带，都属枪枝、炸弹等火爆品，却无宣传品，也就是说，

他不重视发动舆论，只指望依仗暴力一举推翻帝制。故在已故陈旭麓同志著作《近代史思辨

录》中，曾经慨叹要找一份辛亥革命当时权威性的报刊，竟不可得。反之，孔教杂志却能在

辛亥革命之后出版，袁世凯称帝之际，制订所谓《天坛宪章》，报纸都套红，记者称“臣记

者”（均见旭麓遗著），可见情况之糟糕！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已如上述。于是一方面工人



 

阶级以自觉姿态登台；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身的意志要求也得到大萌发，那些民权思想、自

由平等观念，以及实业计划，例如孙中山建筑十万里铁路的设想——他宁可抛去总统这个职

位来换取之。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两者俱不曾得到，而思潮已经大萌发。世界大战使资

本主义国家陷于混乱，这有利东方之觉醒，可是由谁来作为代言人登高一呼呢?这时中国资

产者办实业很得手，要作为政治代表站出来，他们还缺乏远大的眼光和领袖的素质，这个代

表人的职司，不能不李代桃僵，落到无产者代表人物的身上，于是而有南陈北李之出台。由

于中国社会性质及其所处时代条件的特点，无产阶级担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这

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中国无产者强过于资产者的地方。     

    先说南陈。我所熊月之同志在他著作中引毛泽东早年刊登于《湘江评论》上的文章，称

陈独秀为我国“思想界之明星”，这个评价是十分确切的。陈独秀是我国思想界指挥三军扫

荡封建巢穴冲锋陷阵的主将。他的战斗，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他在该刊一卷五号上发

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可以说是一篇进军宣言！该文说以前种种至 1915 年而死，以后种

种自 1916 年而生，要以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新家庭，使民族更新！他要推倒儒家三

纲，尊重个人自主，并且开展国民运动。他似乎预见到新时代即将来临而写了这篇“宣言”，

因为次年即在俄国发生两次革命，使世界局势大变，革命之潮大兴。 

陈独秀锋芒毕露，运笔如刀，他对封建主义的核心——孔教痛加无情的鞭挞，说： 

    孔教之精华为礼教，为我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而其湮没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

帝王之上。 

    孔子祖述儒家阶级(等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

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侵削，我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

故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皆见《新青年》） 

又阐释说： 

    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儒者三纲之说，为我伦理政治之大原……，所谓名

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

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我敢断言曰：伦理

的觉悟，为我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很明显，独秀之痛斥三纲，鞭此大原，强调最后觉悟，是为新思潮夺取阵地之故。 

    此际胡适提倡白话文，独秀为有利于占领新思潮阵地，对此大加赞赏，胡适对白话文规

定八条： 

    一为不用典，二为不用陈套；三为文废骈，诗废律；四为白话作诗，五为注意文法；

六为不作无病呻吟；七为不模仿古人而以自我作主；八为言之有物。 

    独秀对此八条除提出注意文法应作注意修辞，言之有物不可误解为文以载道之外，皆表

赞同。当时古文垄断文坛，又流行四六骈体文，以对仗、用典、辞藻华丽、言之无物为胜，



 

故胡适提出八条，有其针对性；而独秀则把古文家自韩愈至桐城派历数 18 人，称为十八妖

魔，刺之曰：“十八妖魔，称霸文坛，直无一字存在之价值。有明目张胆与十八妖魔战者，

余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真是何等的豪言壮语呀！从此，白话文跃登文坛，以清

新之气，写小说，写剧本，写诗，自由挥洒，开辟了全新的园地。 

    此外，《新青年》还刊登指出礼教吃人的吴虞的文章，还有鲁迅的著名作品《狂人日记》。

《新青年》之外，又有以“伦理革命”为号召的《新潮杂志》等等。总之，当其时也，书刊

如林，志士如云，万箭齐发，一齐射向封建礼教，孔门谰言，三纲五常，宗族权威，给予迎

头的痛击！革新者提出的号召是：科学与民主。当时通俗的说法是请德先生来，请赛先生来！

其实科学的反面是愚昧，民主的反面是专制，所以，这个号召反而言之，就是要消除愚昧与

专制。凡专制的政治，必生愚昧，而愚昧所丛集，专制即赖以存在。这可以说是旧中国的基

本面貌，而新文化运动猛力冲击者正在于此。 

    1917 年，俄国两次发生革命，消息传来，新文化运动增添了一项鼓吹和介绍十月革命

的内容。在这方面，李大钊出力最多，立功最大。大钊为人，布衣布鞋，洵洵如鄙人，鲁迅

说大钊有点像北京琉璃厂旧书铺的掌柜，然其胸中邱壑，自有大志，笔底文章，无人能及。

我们不应忘记：大钊是上了绞刑架而为军阀张作霖杀害的共产党人之一，临刑泰然自若，说

了两句话：你们杀我李大钊，杀不尽中国的共产党！ 

    1918 年 7 月，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内称： 

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

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

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 

李大钊进而区分法俄革命的异同，说： 

 法兰西……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

也。俄罗斯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

色者也。 

在当时，俄国革命成败未定，欧洲政局亦在纷乱之际，能够这样清楚、明确地分清法俄

革命之异同，予人以信心，大钊之外，别无第二人。其为饱学之士而又深具革命意识，方有

此判断力！ 

欧战结束之际，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

纪元》等，歌颂新潮流的胜利，欢呼新时代的来到。这些著名的文章，可以说是奠定了李大

钊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动摇的地位。后来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索性和盘托出，把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学说都公诸于世，实属大有功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布！ 

李大钊的信念，可以用他诗人般的语言来表达：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

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

世界！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故若如前所说，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那末，李大钊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旗帜。新文

化启蒙运动有此南陈北李，乃是时代的光荣，是我民族的光荣！ 

归纳起来说：反封建——向着纲常名教猛力冲刺；提倡白话文；引进俄国革命的思潮；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所做的三件大事。它的影响遍及全社会。如前所述，出于内在的同根之关

系，当然也影响工人运动。事实上、启蒙运动是在与工人运动同步调前进，过去只因我们不

加注意，就认为无关罢了。 

 

(三) 

 

    但中国的封建主义毕竟有数千年历史，根深，蒂固，叶茂，势大，靠新文化运动的一次

冲击，再猛也远不能动摇其根本。因为如前所述，中国工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但从全局来看，旧中国毕竟不是大工业国，它并无欧美产业发达国家所

具有的大生产意识，来与它固有的大封建主义相匹敌。加以时局变化，欧战结束，巴黎和会，

欺我积弱，日占山东，举国共愤，学生带头，遂有五四爱国运动。新旧思潮的激战，演变而

为政治斗争，而一触及政治领域，原来的封建分子，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跃而起，干戈扰攘，

无有宁日。而冲击者方面有的猛进，有的牺牲，有的做官，有的隐退，起了很大的分化。科

学与民主，也就显得冷落起来，这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件憾事。此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

播，工人还能整其队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不已，直到兴起 1925—1927 年的大革命。 

    也有一种说法：工人目不识丁，看不懂《新青年》杂志，所以无关。其实，问题不在目

不识丁与否，而在于是否处于同一命运。当年封建之积弊，工人同样是受害者，工人在社会

上受到歧视，即因名教等级观念所致(陈独秀文章中常将等级写作阶级，其实他指的是等级)。

举例来说，旧时上海有轨电车为两节，一节车身，一节拖车；车身那一节，又分隔为两厢：

头等与三等。凡坐头等者不外乎是洋人和高等华人；工人只能坐三等，而且往往不能坐进车

身那一节的三等，而要被赶进拖车里去。在这里，拖车是车之末尾，而工人是社会之末尾，

名教所定，每下愈况，无可相强。当时的租界，当然实行种族歧视政策，然其推行，往往又

以中国固有的名教礼法为依托，否则，高等华人何以又能坐进头等车呢? 

    又如家长权威，父为子纲，莫如巴金著名小说《家》中的高老太爷，这个封建老鬼死后

还要害其孙媳妇瑞钰，由陈姨太出来说不能让血光冲了老太爷的阴魂，硬把临产的瑞钰逼死。

工人当然没有高家那样的大家庭，但是爷叔辈份也有其权威性(这里不说流氓帮会中的辈

份)。记得解放后我们为了了解顾正红的事迹，特为到工厂里去找到一个说是顾正红的爷叔

的人，请到工会来待如上宾，后来工厂搞民主改革了，才知此人原来是个工头，请来待如上

宾是上了当了。只怪我们身居洋场而不知封建之深，上了这个当。至于夫为妻纲，那末女工

把工资拿给丈夫去赌博，是常有的事。20 世纪初年以来，上海丝厂罢工频繁，带头的女工

连个名字也用不上，报上登载的是以王张氏、李孙氏见称，这正说明女工自己挣了钱，却还



 

摆脱不了封建的羁绊呢！ 

    可见，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冲刺面，同样是工人的受害处。目不识丁怎么办?可以听那看

懂书报的人讲。1918 年，上海也出了一本刊物名叫《劳働》，自 3 月至 7 月，共出五期，

由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主编。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惯例，文章作者不具真姓名，只用弹指、劳

人等笔名。刊物的宗旨定为尊重劳动，灌输劳动主义。当时日本人轻视中国工人不识不知，

诬称“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而《劳働》则刊登 1918 年 5 月 1 日间上海小贩罢市、

人力车夫风潮的照片和记载，又有若干手工业工人罢工的报导，还有广州 160 人第一次纪

念五一劳动节的报导，以示中国工人的觉醒。 

刊物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工人运动的高潮，特别关心俄国革命。说： 

    东欧有大国焉，扬旗伐鼓，声容惨澹，非俄民之奋起而为社会革命之先驱耶?(第 1

期) 

    只有那些不幸的劳动者天天盼望他们俄国过激党的革命早早成功，早早普及，好大

家共享平等的幸福，同过自由的日子。所以俄罗斯来的电报是格外得人注意，过激党传

来的消息格外得人欢迎。(第 2期) 

法兰西革命乃孕育十九世纪之文明，俄罗斯革命将转移二十世纪之世局，故其震

动环球有不容不细心研究者。(第 3期) 

    该刊 5 期中共刊登包括《李(列)宁传略》在内有关俄国革命的文章，共有 10 篇之多。

可见早年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宣传共产主义也是有贡献的。该刊第 5 期刊登留法勤工俭学的

报导和文章，后来一批又一批革命者陆续赴法，原来导源于此。 

    书刊之外，当其时也，演讲是很流行的。1918 年 11 月协约国战胜之际，蔡元培在北

京天安门庆祝大会上演讲，题为《劳工神圣》，提出不论用体力，还是用脑的，都是劳工。

我们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劳工被赞为神圣，这确实是启蒙运动新时代的声音！至

于日常活动中的演讲，更属多见。后来不论是五四运动，还是五卅运动中，学生向商店借一

条板凳，站在店门口就演讲起来，工人不都可以听到吗?     

    还有就是三五工人自己到茶馆里聚谈，只需要化几个铜元泡一壶茶，就可以办到。君不

见作家老舍著名的剧作《茶馆》吗?三幕剧反映了三个时代：清朝末年，民国时代，蒋介石

时代。在这家茶馆里醒目处，始终都贴有红条纸，写着：“莫谈国事”。这不正说明茶馆原是

个谈国事的地方吗? 

    走出茶馆就是街头巷尾。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有这样的叙说： 

世界革命潮流的消息，当时在中国报纸上真是日不绝书。中国工人的文化程度虽

然落后，虽然百分之九十是不识字，不能直接看报，然而街谈巷议，工人们是听着的。

中国工人经济生活那样极人世间少有的痛苦，迎受世界革命潮流，不用说是很自然的。 

    邓中夏是我党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从工运首届一指之地的上海，南至粤港，北去铁路，

他都做了不少工作，他所写的，无疑是经验之谈。 

    最后，还有一种特殊的传布信息的方法，叫做“窃窃私语”吧！那是抗日战争后期的事



 

了。日军已经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岛”已不存在，什么进步刊物也不能出版、什么抗日宣

传工作也无法公开做了。（那时只剩下一个苏联人编的《时代周刊》，因为苏日订立中立条约

的关系，还能在上海印发，但它以报导苏联卫国战争为主要内容。）于是刘长胜同志就出面

邀请各产业中的老工人代表，到解放区去参观一圈，这从江苏天长县、六合县都可以走到新

四军军部所在地，那里就有一个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是党内领导上海职工运动的。老工

人参观过后，领导人给他们讲抗战胜利的形势，了解他们各自工厂的产业情况和工人情绪，

然后在临行时嘱咐他们道：回到上海，对这里看到，听到的，只能给可靠的朋友讲讲，可不

要随便去讲呀！老工人回到上海，果然只找可靠的朋友讲了，也如法嘱咐一番。事实上，各

人都有可靠的朋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谁也没有随便讲，可是传布的范围相当广了。可

见凡要传布进步的思潮，总是可以克服困难做到的。五四之际，工人们在通过前述各种渠道

接受新思潮后，可用“窃窃私语”法加以传布，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以上所述都是工人接受启蒙之道，亦即启蒙与工运相连之处，是不可忽视的。启蒙运动、

工人运动，原是一股道上的车，从启蒙运动到五四罢工，就是这样衔接了。所以，与其说五

四罢工为主体，不如说，工人罢工也是受启蒙运动的启迪。 

 

 [附记] 

本文于 1989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运史研究室宣读，经任建树、任武雄、

姜沛南等诸同志提了意见，今修改发表，特对上述诸位表示感谢。 

作者，于 1989 年五四运动 70 周年前夕。 

 

（原载《史林》1989 年第 3期） 


